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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智库以构建开放性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为目标，旨在大力推动运用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开发和利用CFPS、CHARLS等优质数

据资源为基础的量化研究，并针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需求，积极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

 

中心智库每年通过公开竞标方式，择优资助若干研究课题，为中标课题给予研究资金、研究助理和办公空间等多方面支持，并借助智库

平台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推广。中心智库并推出客座研究员项目，诚邀有志从事与政策相关的数据研究的学者们驻中心研究。客座研究员可

得到数据服务及办公条件的支持，并参与中心组织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同时，中心智库经常性地组织研讨会、公开讲座等形式地学术活动以促进知识分享和研究交流。中心智库并推出《数据与决策》系列出

版物，包括《数据与决策：工作论文》、《数据与决策：政策报告》、《数据与决策：政策简讯》等，旨在为与政策相关的研究量化研究成

果提供分享与发布的平台，为国内外关心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学者提供互动和交流的平台。

研实体，中心长期开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为代表的一系列大样本、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收集。自成立以来，数据中心借助已有优势，推广建设数据采集、

数据管理与服务和智库研究三个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Data Center of Management Science，NSFC-PKU)成立于2014年12月，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服务全国管理科学的数据收集与数据服务中心。作为直接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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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描述 2014 年家庭纯收入

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水平与构成，并与2012年的收入

水平相比较。我们将家庭收入按其来源分为工资性收

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受雇

工作挣取的工资（税后）、奖金和实物形式的福利。经营

性收入是指家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经营扣除成本

后的净收入（包括自产自销部分），以及从事个体经营和

1  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经出版便引发了

巨大的反响，催生了大量的博文、辩论和评论文章。在书中，皮凯蒂通过对多国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揭露了

三百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将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重新转向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皮凯蒂认为经

济体并不会自发地沿着“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运行，即收入不平等并不会向新古典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自然而然地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最终趋于均衡。国内外大量研究也表明：当收入不平等

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社会收入流动性减弱、社会阶层固化等极端不平等，进而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危害政

治稳定。尽管在当今存在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但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导致社会收

入流动性减弱、社会阶层固化等极端不平等状况。皮凯蒂讨论的议题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不平等增长。收入不

平等问题已经成为 21 世纪经济的核心议题。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减

贫成效，家庭收入明显提高。但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持续扩大等问题变得日益凸显。

这些也引起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强烈的关注，成为讨论中国发展中无法回避的议题。Xie 和 Zhou （2014） ①的研

究表明，2010 年左右，我国的基尼系数略高于 0.50。有些评论者认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而有

些则警告收入差距加剧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基于 2005 年之后的数据，一些研究开始意识到不平等加大

的问题正在减轻 —— 不平等程度不再恶化，甚至正在下降②。在此，我们需要明确收入不平等不等同于财富不

平等。中国人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产。随着房价的攀高，财富不平等有可能在拉大。所以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逆

转并不等同财富不平等的逆转。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自21世纪初以来确实发生了转折。

这种转折可以通过中国政策变化和结构转型来解释③ 。

基于以上现象，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当前中国家庭收入的水平及其增长趋势是怎样的？第二，

目前关于收入不平等讨论只到 2012 年，那么近两年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④？它是在不断加深还是逐

渐降低？通过整合 CHIP 和 CFPS 两个调查数据，我们从 1995 至 2014 这 20 年间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收入分配，

并基于以上调查的深入分析和评估，阐述主要的研究发现和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我们使用 CFPS 2012 和 CFPS 2014 数据对中国当前的收入增长情况、收入不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趋

势作出分析和评估，这将为政策制定者更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最新的证据。尤其是，CFPS 作

为国内少有的大型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追踪数据的优势将在我们的分析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是目前其他数据所

不能实现的。CFPS 采用回溯性（retrospective）提问的方式调查过去一年受访家庭和个人各种来源的收入情况。

此部分内容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描述 2012-2014 年家庭收入水平和构成；其次，我们采用收入分位数、

基尼系数、90/10 比率、收入流动性等指标讨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及变化。



⑤. 插 补 的 方 法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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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CFPS 有 6 个 独 立 抽 

样 框 : 全 国 、上 海 、辽 

宁 、河 南 、甘 肃 、广 

东 . 后 5 个 省 的 样 本 具 

有 独 立 代 表 性 , 可以单

独分析 . 

⑦. 以同灶吃饭的家庭成员

作为定义家庭规模的依

据。

⑧. 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

值计算以家庭为单位，没

有以家庭人口规模作为权

重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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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私营企业获得的净利润。转移性收入是指家庭通

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补助、救济）和社会捐助

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投资、出租土

地、房屋、生产资料等获得的收入。其他收入是指通过

亲友的经济支持和赠予获取的收入。

 我们首先对收入数据的清理过程做一个说明。

2014 年的调查问卷在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

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四个方面沿袭了 2012 年调查问卷

的结构，使得两年调查的四项收入基本可比。但是在工

资性收入上，2012 年采用在个人问卷层面逐个提问每

个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通过加总每一份个人问卷

的工资性收入得到家庭工资性收入，然而，在实际调查

中却难免会出现个体无应答或项目无应答的情况，造

成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低估，我们根据个体特征对缺

失值进行了插补来解决这个问题⑤。为了避免这一弊

端，在 2014 年，CFPS 将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提问重新

放回了家庭问卷，由家庭问卷的回答人报告家庭的整

体的工资性收入。但是对于农村样本，家庭的工资性收

入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而家庭问卷的回答人并不一

定了解外出打工成员的收入情况，只能以寄回家中的

收入进行估计，可能造成收入的低估。因此，在数据清

理过程中，我们以家庭问卷报告的工资性收入为基础，

如果遇到缺失值、0 值或者农村家户个人问卷加总的

工资性收入大于家庭问卷报告的收入时，用个人问卷

加总的工资性收入来插补。

1. 2014 年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

表 1-1 描述了全国和五个独立抽样省⑥2014 年

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结构。2014 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

均值为 52，244 元，中位数为 38，600 元。从收入构成

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 64.4%；其次是转

移性收入，为 16.5%；再次是经营性收入，为 15.3%；

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较小。转

移性收入已经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家庭的第二大收入

来源。为了更好地分析转移性收入的性质和结构，我们

将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细分为 3 类，第一类为各种政府

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第二类为养老金；第

三类为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通过分析这三类转

移性收入的占比，我们发现，从全国来看，转移性收入

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养老金，这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

相关；同时，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也是转移性收

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能与我国近些年快速的城镇

化和城区改造相关。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

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

147，445 元，中位数为 78，000 元，而家庭纯收入最低

的是甘肃，均值为 41，408 元，中位数为 30，000 元。平

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的年收入约为一个辽宁家庭的

3 倍左右。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地区差异也很大。对于

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工资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

主要来源。占比均在 50%以上，而对于上海，转移性收

入已经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称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

源。从转移性收入的 3个组成部分来看，一方面上海的

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

其养老金占比比较高；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上海住

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4%，是

转移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与上海的高房价密

切相关。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一些家庭通过近些年来征

地或住房拆迁等政府行为迅速致富，从而带动了整体

均值的大幅上升。另外，经营性收入的占比体现了一个

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资性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

比重越低（杨善华、沈崇麟，2000）。各地区经营性收入

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

重最低，仅为 3.6%；辽宁、甘肃和河南比重比较高，分

为 18.3%、17.5%和 17.8%。

表 1-1 描述的家庭纯收入尚未控制家庭人口规

模。在表 1-2 中，我们用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

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

为密切的指标⑦。表 1-2 显示，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

均值为 16，405 元，中位数为 11，000 元⑧。

    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与

表 1-1 相比，在扣除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后，各地的

家庭收入水平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上海依然最高，其

后分别是辽宁、广东、河南和甘肃，上海人均家庭收入

的均值约为甘肃的 5 倍。从收入结构来看，表 1-2 与

表 1-1 的结果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表 1-3 分城乡描述了 2014 年家庭纯收入的水



⑨. CFPS 调查的是过去

12 个月的收入情况，因此

根据 2012 年和 2014 年调

查的两轮数据计算的家庭

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 2011-2013 年

的增长率有较强的可比性。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用多个指标分析中国家庭收

入不平等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变化。静态和动态是理解

收入不平等的两个重要角度。常用的基尼系数只反映

了收入不平等的静态结构，我们还应关注动态变化。

静态的收入不平等关注的是某一个时间点富人和穷人

的收入差距以及他们的分布状况。而动态的收入不平

等关注的是一个时间段内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增长情况，

即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转变。如果一个基尼系数较大的

经济体可以保证个体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充分流动，那

么收入不平等状况也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2  收入不平等

平和构成。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

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

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

的比重上差异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

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

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

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

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

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

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养老金，反映了城

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

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见表 1-4）。城镇人均家庭收

入的均值为 20，670 元，中位数为 13，933 元；农村人

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 12，445 元，中位数为 8，502

元，城镇的人均收入约为农村的 1.7 倍。与表 2-3 的结

论相同，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

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

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从表

1-1至表 1-4可以看出，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

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不高。

2. 2012-2014 年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比较 CFPS 的追踪家庭样本

在 2012 年和 2014 年调查时的收入变化。表 1-5 分

地区描述了 2012-2014 年家庭纯收入的变化。就全国

来看，家庭收入的均值在 2012-2014 年增长了 26%，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分地区来看，各地收入均值的

增长率差异较大：最低的是甘肃，仅为 6%，最高的是

上海，为 76%。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各地的收入增长

率可能并不十分准确，而全国的收入增长率则比较

可信。

表 1-6 描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自 2012 年至

2014 年的变化。与表 1-7 结果大致相同，全国人均家

庭纯收入在两年之间增长了 26%。分地区来看，甘肃

的增长最慢、上海最快。同样由于样本量的原因，各地

的收入增长率可能并不很准确。

表 1-7 和表 1-8 分城乡描述了 2012-2014 年家

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我们发现，无论是

按总收入还是按人均收入计算，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

率均比城镇更快，两年间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了

31%-32%，城 镇 家 庭 增 长 了 22%-23%。在

2012-2014 年期间，农村收入的增速超过城镇，意味

着城乡差距缩小。按家庭纯收入均值比较，城乡收入差

距从 2012 年的 1.44 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1.33。

表 1-9 比较了根据 CFPS 数据与国家统计局计

算的收入增长率。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4》 计算，中

国 2011-2013 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28%，

城市家庭增长了 24%；分地区来看，五省城乡中，增

长率最高的为 31%，最低的为 21%。根据 CFPS 数据

计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31%，城市家庭增

长了 23%，这与 《中国统计年鉴》 的结果非常接近⑨。

但是分地区来看，各地增长率最高为 86%，最低为

3%。由于在地区层面样本量较小，CFPS 人均家庭纯收

入的波动性明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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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法将这一部分再分

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将描述收入分位数及其变化；

其次，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报告收入不平等的

汇总指标及其变化。

1. 收入分位数及其变化

图 1 至图 3 分别描述了 2012 年和 2014 年全国、

农村和城镇的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从图中我们直观

地看到，贫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极大，最高收入分

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最低收入分位数上

家庭的收入水平。以 2014 年为例，农村最高 5% 收

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 31，800 元，而农村

最低 5%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 600 元，两

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高达 53 倍。在城镇，最高

5% 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 53，300 元，而

最低 5%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 1，600 元，

两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 33 倍。

为了观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两年间收入的增

长情况，我们进一步对每个收入分位数计算了两年间

的增长比率，图 1 至图 3 中的折线图反映了这一比率

的变化趋势。图 1 显示，就全国范围来看，收入分位

数的增长比率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中高收入家

庭（75%分位数）的收入增长幅度最大。分城乡来看，

农村收入分位数的增长比率随着分位数的增长而上升

（图 2），这表明在农村低收入阶层（如最低 10%）的

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收入阶层，特别是高收入

阶层（如最高的 10%），这会加剧农村内部的贫富分

化程度，与农村显著不同，城镇收入分位数的增长比

率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图 3），

这说明在城镇内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幅度最大，

两极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

2. 收入不平等指标汇总

表 2-1 为依据家庭收入数据计算的 2012 年和

2014 年我国城乡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率。2014 年

全国的基尼系数为 0.50（表 2-1 中的基尼系数 1），

农村为 0.52，城镇为 0.47。也就是说，不仅全国的

收入差距很大，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非

常大。与 2012 年相比， 2014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略有

下降，以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从 2012 年的

0.51 略微下降到 2014 年的 0.50。Xie et al. （2015）

发现 2010-2012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开始略有下

降，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趋势在 2012-2014 年还在

延续。但分城乡来看，基尼系数在城市内部略有所下

降，而在农村内部反而有所上升。90/10 比率显示，

2014 年收入排名在全国 90% 分位数上的家庭的收入

是排名在 10% 分位数上家庭的 16.55 倍，该倍数在

农村样本中为 19.34，城镇样本中为 12.13。虽然在

全国和城镇样本中这一比率略有下降，但在农村样本

中反而显著上升，这说明两年间虽然农村的收入增长

快于城镇，但是增长却愈发不均衡，农村内部两极分

化的程度高于城镇。

表 2-2 描述了不同地区 2012 年和 2014 年的基

尼系数和90/10比率及其变化。从“基尼系数1”来看，

在 5 个独立抽样省中，2014 年辽宁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最低，是 0.43，其次是广东和河南，甘肃略高，最

高的是上海。90/10 比率体现的是收入两极的分化，

上海的 90/10 比率最低，即最贫困家庭和最富裕家庭

的差距最小，次之为辽宁、广东和河南，最高为甘肃。

从“基尼系数 1”的变动上看，辽宁、河南和广东的

基尼系数在 2012-2014 年间有所下降，而上海和甘

肃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在 90/10 比率上，除甘肃外，

四个省的收入两极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

度最大的是辽宁。

基尼系数和 90/10 比率仅是静态指标，只能反映

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像前文中所描述的一

样，如果去年的穷人在今年可以变成富人，而去年的

富人在今年变成了穷人，那么尽管基尼系数描述的收

入差距很大，但是收入不平等问题可能并没有我们想

象的那么严重。因此，为了更好地看清我国目前收入

不平等程度，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来刻画我国居民收

入分配的现状。我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这一工具来分

析家庭人均收入的流动性。

表 2-3 是基于 2012 年和 2014 年家庭人均纯收

入计算的收入转移矩阵，对角线上的家庭表示两年间

相对收入不变，对角线以上表示相对收入上升，对角

线以下表示相对收入下降。从全国来看，有 45.7%

的最低收入家庭（0%-25%）、33.4% 的中低收入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数据与决策》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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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师

范大学提供，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由北京大学提供。

⑪. Albaredo 等人的研究

(2017) 也显示近几年最高

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

中所占比例减小。

我们还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95，

2002 和 2007 的家庭户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0，2012 和 2014 的家庭户数据⑩。整合

CHIP和CFPS需要解决一系列完整性和可比性的问题。

通过这两个调查数据，我们可以从 1995 至 2014 这

20 年间的视角观察中国收入分配。作为对家户数据的

补充，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的省级消

费和人口数据分析区域不平等情况。具体的数据来源

和调整办法请参见Kanbur, Wang and Zhang (2017)。

表格 3-1 是中国从 1995 年到 2014 年之中 6 年

的基尼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基尼系数随着时间的变

化呈现倒U型，在 2010 年达到拐点 0.533。其他不平

等的衡量指标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 (Kanbur, Wang 

and Zhang, 2017)。图 4 中显示， 10% 最高收入群体

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在2010年达到0.4的高峰，

之后开始下降⑪。而且 10%最高收入群体与 10%最低

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比在 1995 年到 2012 年的持续

增长后也有小幅下降。

结合CHIP 和 CFPS数据，我们有了 1995至 2004

年间基于家庭户调查的 6 组观测值。我们还使用了

Kanbur 和 Zhang (1999,2005) 提出的数据视角来估计

长期年度趋势。这种方法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省级

城镇、农村人均消费。结合各省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

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全国人均消费的合成分布。这个合

成分布假设各省城镇和农村内部是平等的——显然，

这对不平等程度有所低估。然而从它的时间变化趋势

中我们却可以获得不平等演变的信息。

图 5 是这个基于合成分布的历年基尼系数。这一

基尼系数关注的是中国的区域间不平等。区域不平等

在 1978 年后略有下降，在 1985 年后开始上升。图中

显示在 2005 年左右，区域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

之后呈下降趋势。当然，由于数据来源和方法不同，

表 3-1 和图 5 中的基尼系数并不具有可比性。然而，

两种不同视角所描述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不

平等基本趋势是相似的。它们都在21世纪初出现了转折。

总体来说，我们对最适合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评

估。我们的结果表明不平等停止加剧，并在 21 世纪最

初十年产生了逆转。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转折呢？

全面的解释有待于深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在此提出围

绕中国从农村 / 农业经济向城市化 / 工业经济转型的几

点假说。在这个框架下，全国收入分配可以被看做是

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的加权求和。由此，全国不平等

趋势取决于三个因素： （1）城市和农村部门平均收入

的差距，（2）城乡部门内部各自的不平等，（3）城市

化比率。

Zhang, Yang and Wang (2011) 指出中国已经达

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开始紧缩农

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开始大幅上涨，

3  1995-2014 中国收入分配情况

庭（25%-50%）、34.0%的中高收入家庭（50%-75%）

和 52.2%的最高收入家庭（75%-100%）在两年之间

相对收入保持不变，并且这一概率值在每一行中都是

最高的，也就是说，家庭无论 2012 年处于哪一个收入

组，在 2014 年相对收入保持不变的可能性都最高。同

时，对角线上两端的概率值高于中间的概率值，说明最

低收入家庭和最高收入家庭相比其他收入组流动性更

弱。分城乡来看，城镇和农村样本也显现了相同的特

征，并且从对角线的概率上看，城镇家庭保持相对收入

不变的概率比农村家庭高，两端的差异更加显著，因此

城镇的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并且最低收入和最高收

入家庭的固化现象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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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 l y  Pane l  

Studies，简称 CFPS）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大型长期跟踪调查项目，

统计数据具有全国代表

性，能够跟踪数据是其独

特优势。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⑫
数据，我们针对我国当前

的收入增长状况、收入不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进行深入

分析和评估，动静态相结合地刻画出我国收入不平等

的变化，同时，还通过 CHIP 和 CFPS 两个调查数据

从 1995 至 2014 年 20 年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收入分配

情况，主要的发现和建议如下：

1. 主要研究发现：

（一）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家庭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CFPS 回溯性

问卷调查描述了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水平

与构成，并与往年进行了比较。2014 年全国家庭纯收

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 64.4%；其次是转

移性收入，其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养老金、住房拆迁款

和征地补偿金，占16.5%。

（二）城乡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差异较小，转移性

收入比重差异较大

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仍明显高于农村，

4  发现及建议

从而减轻了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异。此外，2000 年后中

国政策的一个特点是政府在农村和落后地区进行大量

的基础设施投资（Fan, Kanbur and Zhang, 2011）。

这也会增加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收入。

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可以进一步通过缩小城

乡地区内部的差距以减轻不平等。例如，在 2004 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施行了《最低工资规定》。之后十

年间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并且雇主对最低工资规

定的执行程度也有显著改善 （Kanbur, Li, and Lin, 

2016）。更进一步地，2000 年以来，中国实施和加强

了许多社会项目。中国自 2004 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超过 95% 

的农村人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 2009 年推出。尽

管农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福利仍然低于城市福

利，但这些项目依然为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和养老提供

了缓冲。

综上，农村地区紧缩的劳动力市场与城乡地区的

转移支付和规制的共同作用，缓解了不平等。对此，

我们可以在表 3-2 和表 3-3 中找到一些证据。表

3-2 和表 3-3 显示了各个收入来源占家庭总收入比

例以及相应的基尼系数。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

总收入的主要构成元素。这二者的分配都变得更加

平等，是导致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些计算的

具体细节和解读请参见 Kanbur, Wang 和 Zhang 

(2017)。

最后，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到

一定程度，就会开始促使不平等减小。这是因为城市

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比城乡差别要小。随着城市

人口的增加，如果保持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

距不变，总的收入不平等会自然减少。Kanbur 和

Zhuang (2013) 中论述了相比印度等仍然未达到拐点

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这个拐点。

这一部分的论证指出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减缓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中

国的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其基尼系数高达 0.5 左右。

但是不平等的演变趋势确实已经变得平缓，甚至已经

下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发生了一个大转折。我们现

在需要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原因并从中借鉴经验。另外，

收入不平等不等同于财富不平等。中国人的财富主要

集中在房产。随着房价的攀高，财富不平等有可能在

拉大。所以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逆转并不等同财富不平

等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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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

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

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变小，但是在转移性收入比重上

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城镇家庭转移性收入的比

重高于农村，转移性收入的差异主要来源是养老金，

也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差距仍很大。

（三）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

扩大

    2012-2014 年，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增长了

26%，城镇家庭增长了 23%，农村家庭增长了 31%。

虽然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十分明

显，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仍明显低于城镇，但农村家

庭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城乡差距有所缩小。按

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值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从 2012 年

的 1.73 倍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1.63 倍。然而，农村的

基尼系数却从 0.48 上升为 0.49，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并

不均衡，收入分化日益严重且两极分化程度高于城镇。

（四）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转移支付政策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尼系数是反映静态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

系数越大，说明越不平等。根据我们以家庭纯收入计

算的全国基尼系数从 2012 年的 0.51 略微下降至 2014

年的 0.50，与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差距

稳步收窄变化趋势的判断比较一致。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工资增速较快，

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提高，降低不平等程度；

二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如最低工资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通过转移支付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从而缓解了不

平等程度加深。

（五）社会流动性减弱，收入固化日趋严重

 常用的基尼系数只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静态结

构，关注的是某一个时点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以及

他们的分布状况。一般而言，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收

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即关注一个时间段内富人与穷

人的收入增长和转变情况。有时即使一个经济体基尼

系数较大，但如果可以保证不同收入阶层人员之间的

充分流动，收入不平等状况也会有所缓解。基于 2012

年和 2014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的收入转移矩阵，

从全国来看，有 45.7% 的最低收入家庭、33.4% 的中

低收入家庭、34.0% 的中高收入家庭和 52.2% 的最高

收入家庭在两年之间相对收入保持不变。分析还发现，

最低收入家庭和最高收入家庭组相比其他组别流动性

更弱，收入固化现象明显，并且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

现象最为明显。不仅城镇和农村样本显现了相同的特

征，而且城镇在最低收入家庭组和最高收入家庭组的

收入固化现象比农村更严重。我们的另一研究结论与

此类似：通过入党和进入“体制内”工作等来获得政

治社会资源有助于维持高收入阶层的原有地位，而医

疗负担的加重则是低收入阶层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

因，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 政策建议

一、鉴于近几年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逆转的

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十多年

来转移支付政策抑制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建议

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进城劳动者

享受同等的合法权益；同时，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尤其是促进和推进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二、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流动性减弱，警惕收入

固化。世界经验表明，收入固化、缺失流动机会将带

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其消极影响更甚于纯收

入差距。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细则，

以及完善薪酬机制和就业结构，保证弱势群体利益同

等受到尊重、同等受到保护、同等享受工作机会和医

疗等福利。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培训

与提高专业素质工作，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避免收入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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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表

表 1-1  2014 年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 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 2指养老金；转移 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表 1-2  2014 年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 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 2指养老金；转移 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表 1-3  2014 年城乡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 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 2指养老金；转移 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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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4 年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表 1-5  2012—2014 年各地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 1-6  2012—2014 年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注：转移 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 2指养老金；转移 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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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2—2014 年城乡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 1-8  2012—2014 年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 1-9  2012—2014 年各地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注：“基尼系数 1”根据家庭纯收入计算得到，“基尼系数 2”和 90/10 比率根据人均家庭纯收入并用家庭人口数加权计算，下同。

注：虚线框以内表示相对收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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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2 和 2014 年收入不平等汇总指标及其变化

表 2-2  2012 和 2014 年各地区收入不平等汇总指标及其变化

表 2-3  2012—2014 年家庭相对收入的变化



来源 : Kanbur, Wang 和 Zhang (2017)

注 : 我们对 CHIP 收入进行了调整，并去除了其中CFPS 未包括的项目。

       CHIP2007 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问卷数据。

      具体细节请参见 Kanbur, Wang 和 Zhang(2017)。

表 3-1 基于家庭户调查的收入不平等测度

表 3-2 各收入来源占总家庭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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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Kanbur, Wang and Zhang (2017)

表 3-3 各个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

图 1  2012 年和 2014 年全国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及增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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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 年 和 2014 年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及增长比率

图 4 Decile Income Share (Adjusted Income)

图 3  2012 年和 2014 年城镇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及增长比率

图 5 人均消费的区域不平等基尼系数

（本报告作者：张晓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报告内容主要基于张晓波、张欣 《中国民生报告 2016 第二章 ：收入

分配》等研究成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 孔涛 副研究员，多蓝 研究助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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